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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基于 Ｔｏｂｉｔ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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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政府治理提质增效的现实需要，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３０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 ＤＥＡ效
率测度方法并构建 Ｔｏｂｉｔ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多数省份政府治理效率
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存在提升空间；本地区效率改进能够给周边地区带来正向溢出效应；政府间竞争对治理效率及

溢出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影响，防范政府间竞争对治理效率的抑制效应是政府未来治理的重点，其中，法
制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越优越，倒“Ｕ”型曲线越为平缓，更有利于激发效率改进和溢出。进一步的异质性
分析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高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地区，尽管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倒“Ｕ”型影响不变，但对
溢出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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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专门设置了“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章节，并重点强调要“提高政府
治理效能”。政府治理效率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但政府治理效率改进是世

界性难题。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１］，治理问题最终是政府治理效率问题［２］。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英美等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旨在加强政
府治理和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推动政府管理模式和职能转变。但在改革开放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

国在治理中更加重视效益而不是效率［３］，由此引致“污染天堂”效应、“资源诅咒”陷阱、民生保障错位供

给、寻租腐败现象频发等诸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

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此时代要求和背景下，面对政府资源有限的硬约束和挑战，如何有效提

高政府治理效率对于推进其服务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有着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向上负责”的政治体制与财政分权机制相结合而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

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４］。中央政府利用“标尺竞争”的治理手段激发地方政府为“标尺”而开展横向

竞争。地方政府间的“趋劣竞争”、“趋良竞争”［５］、“以邻为善”、“以邻为壑”［６］等互动行为势必对其治理效

率的改进和空间分布产生较大影响。那么，地方政府间竞争如何影响其治理效率，内在机制是什么，特别

是在辖区之间存在策略互动、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和“趋良竞争”等情境下，政府竞争是否影响治理效率的空

间溢出，相关研究并不多见，而回答好这些问题有利于揭示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优化和改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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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分别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三个投入维度，公共安全、教育和科学技术等

九个产出维度构建政府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测度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第二，构
建 ＴｏｂｉｔＳＤＭ空间计量模型，验证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空间溢出的影响，从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视角丰
富治理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第三，进一步验证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并对不同政府干预水平和要素市场环

境下的竞争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揭示其影响机制，为效率提升及溢出提供现实解释和路径。

二、文献综述

围绕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国内相关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监督机制视角，一些学者

探讨了政府审计功能、政府预算管理和财政透明度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谢柳芳等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审

计监督与建议功能能够缓解预算软约束对政府治理效率的消极影响［７］。崔惠玉等基于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年
１７８ 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实施中期预算能够显著提升政府效率［８］。赵合云基

于中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省际数据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促进了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媒体关注在其中
发挥正向调节作用［９］。二是基于治理环境视角，部分学者实证分析了大数据发展、地区市场环境等“软

环境”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赵云辉等从政府治理工具视角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能够提升政府绩效并

抑制腐败行为，且制度环境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１０］。高翔等利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研究发现，对外开放
程度和市场化进程促进了政府效率提升［１１］。也有学者针对高铁开通这一“硬环境”变化展开研究，杨

野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９０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 ＤＩＤ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
高了本地区政府治理效率［１２］。这些研究在取得良好成果的同时，缺少对地方政府治理主体间竞争行为

的关注，特别是鲜有考虑地区间策略性互动情景的影响。

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１３］，也是解释我国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

要工具。但在政府竞争对公共物品供给影响方面，学界一直存在“促进论”［１４］和“抑制论”［１５］两种争

议，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一方面，张彩云等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源于分权，在此背景下政府凭借对居民

偏好的了解，能够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１６］。田建国等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能

够同时降低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水平［５］。贺宝成等基于中国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省际数据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及正向溢出［１３］。另一方面，周林意等基于中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省际数据，利用空间自滞后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不利于改善区域整体环境污染水平［１７］。

洪正等指出，地方政府竞争引发的产能过剩等问题阻碍了宏观经济发展，导致低效率分工和社会产出损

失［６］。韦诸霞等认为，适度竞争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质量［１８］。彭浩然等则认为，过度竞争会加

剧环境污染、教育资源倾斜、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１９］。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深入推进，各地政府间的“ＧＤＰ 锦标赛”“环保
锦标赛”“科技创新锦标赛”等多种形式的竞争更为激烈，因此，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研究政府治理效率

问题变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考虑到地方政府行为策略性互动等情景影响，仍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空间依赖性

政府治理效率借鉴了企业生产经营或生产效率的概念，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出与投入之

间的比率，是反映政府运用有限资源完成复杂、多元的公共治理目标的重要尺度［２０］。当前，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了政府

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大量研究发现，教育、交通设施和节能环保［２１］等公共支出具有空间溢

出效应，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在空间上存在“一荣俱荣”和“一损俱损”特征［２２］，致使地方政府治理效率

也可能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具体而言，在政府治理投入产出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互动行为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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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相互学习、模仿，形成“学习效应”，并在治理政策上取长补短，使得效率表现趋于一致。尤其是

在地理邻近的省份间，治理行为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技术及管理经验传播更易被相互吸收、学习，使得政

府治理效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
Ｈ１：政府治理效率存在空间依赖性，效率高的地区对周边产生正向空间外溢效应。
（二）地方政府竞争与治理效率及溢出

政府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一项重要的策略性互动行为，是不同辖区政府利用差异化政策吸引资本、

劳动力等要素的综合运动过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维护公平竞争的作用，打破行

政性垄断，引导资源在公共服务等领域高效配置。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离不开地区间政府的合理竞争。

适度的竞争水平能够提高效率，竞争过度会导致效率的损失。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财政收支竞争和治理技术及治理模式创新竞争两方面，具体影响机制如图 １ 所示。
首先，财政收支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可能是倒“Ｕ”型的。在地区经济赶超和官员晋升双重激励

背景下，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扩大交通、５Ｇ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资源环境保护、基础创
新投入等公共产品供给。另一方面，通过降低税率等方式吸引外资进入和高技术产业落地发展。二者

协同引发产业要素资源聚集“洼地效应”，为本地区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和城市全

要素生产率提高［２３］，形成政府治理效率的“促进效应”，共同驱动治理效率提升。但当竞争强度超过某

一高点时，“为增长而竞争”模式使得政府间竞相加大基础设施等短期项目投资，而对环境保护、科技创

新等较长回报周期的非生产性公共产品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致使地方政府陷入“重基建、轻服务”的

发展“路径锁定”，引发“潮涌现象”“同群效应”［６］，加剧地区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同时，

恶性税收竞争及其引发的“邻近效应”也会导致区域环境状况恶化［１７］，引发市场割据和地方保护等问

题，共同掣肘治理效率提升，形成“抑制效应”。

其次，治理技术及治理模式创新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也可能是倒“Ｕ”型的。科学的治理技术是
政府高效治理的前提。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一网通办”“数据跑路”“无

接触”式政务服务等政府服务模式的变革，引发各地政府利用科技赋能治理技术、治理模式的竞争。这

些竞争通过地区间的策略性互动促进了追赶方治理技术进步和信息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移植应用，提

升了公众监督在环境治理、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抑制腐败等领域的治理效能。特别是，由物联网、大数

据和生物医学等高新技术组成的多中心、扁平化的治理网络和由“回应”向“主动”的治理模式转变，对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公众和政府的协同治理效能影响是革命性的［２４］，由此形成“促进效应”。但地方

政府治理技术及模式创新的过度竞争则会削弱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改革红利，引发治理模式趋同、治理模

式创新风险加大、补偿不足、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形成“抑制效应”。

此外，地方政府竞争的本质是政府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２３］，其对治理效率溢出影响可能同样遵循

倒“Ｕ”型逻辑。政府竞争通过对资源和能力的博弈，为本地区带来高质量的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资
源，并通过地区间策略性互动行为和治理技术及经验的地区间传导，形成“学习效应”，使得周边地区从

其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和社会保障等治理成果中吸收有益经验，促进了周边地区的治理模式变革和制度

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间产业、要素的协调互补和治理资源高效配置，弥补了地区内的资源结

构缺陷，激发治理效率正向溢出，促进了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一荣俱荣”“以邻为善”，形成了治理效率

溢出的“促进效应”。但当政府间财政收支和治理模式创新竞争超过必要限度甚至过度时，会刺激周边

地区积极加入“经济锦标赛”，盲目降低有效税率，出现公共物品“搭便车”行为，引致重复建设、市场分

割［２３］和治理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出现，带来公共物品供给的“一损俱损”“以邻为壑”，引发效率的

负向溢出，形成治理效率溢出的“抑制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
Ｈ２：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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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

在适度竞争情境下，各地方政府会积极引进前沿生产技术、吸引高端要素流入，并通过治理技术、治理

模式变革和地区间“学习效应”助推治理效率提升及正向溢出。当竞争过度时，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

争”的横向博弈行为将会造成辖区内公共支出结构扭曲［２２］和治理模式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抑制治理效

率改进及溢出。由于政府间竞争的适度与过度可能受到法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

于形成对地方政府公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完善政府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

能，进而有利于规范政府财政支出、税收等竞争“行为边界”［１３］，抑制政府间因过度竞争而引发的教育、医

疗、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和公共安全等民生支出“被挤占”现象，削弱环境治理等公共服务“搭便车”效应。

图 １　 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机制

另一方面，不完善的法制环境

则使地方政府难以克服职能

错位、越位、缺位问题，进而不

利于抑制政府间过度竞争带

来的政府失灵、政府公共支出

“短视”［１３］、“以邻为壑”等行

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３：
Ｈ３：法制环境负向调节政

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

倒“Ｕ”型关系，环境越优越，倒
“Ｕ”型关系曲线越平缓。

四、研究设计

（一）地方政府治理效率 ＤＥＡＢＣＣ测度模型构建
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ＥＡ）是用来比较提供相似服务的多个决策单元间相对效率的非参数估计方法，

常用于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效率评价。就政府治理效率而言，本研究重点关注各地区政府在人

力、财力和物力投入既定情况下如何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扩大治理产出。同时，基于规模报酬可变

的现实情况，本文采用产出导向型的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来测算各省区市政府治理效率。
假设选取 ｎ个决策单元（ＤＭＵ），每个ＤＭＵ都有ｍ种投入和 ｈ种产出，ｘｉｊ为第 ｉ个决策单元对第 ｊ种

输入的投入量，ｘｉｊ ＞ ０；ｙｉｒ 为第 ｉ个决策单元对第 ｒ种输出的产出量，ｙｉｒ ＞ ０。其中，ｉ ＝ １，２，…，ｎ；ｊ ＝ １，
２，…，ｍ；ｒ ＝ １，２，…，ｈ。设定如下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

ｍｉｎ［θ － ε（ｅＴｓ － ＋ ｅＴｓ ＋）］

ｓ． ｔ．

∑
ｎ

ｉ ＝ １
λ ｉ ｘｉｊ ＋ ｓ

－ ＝ θｘＯｊ

∑
ｎ

ｉ ＝ １
λ ｉ ｙｉｒ － ｓ

＋ ＝ ｙＯｒ

∑
ｎ

ｉ ＝ １
λ ｉ ＝ １

λ ｉ ≥ ０；ｓ
－≥ ０、ｓ ＋≥















０

（１）

其中，ε、ｓ ＋ 和 ｓ － 分别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产出和投入松弛变量，θ为决策单元的效率值。若 θ ＝ １
且 ｓ ＋ ＝ ｓ － ＝ ０，则决策单元 ＤＥＡ有效；若 θ ＝ １ 且 ｓ －≠ ０ 或 ｓ ＋≠ ０，则决策单元弱 ＤＥＡ有效；若 θ ＜ １，
则决策单元非 ＤＥＡ有效。ＤＥＡＢＣＣ模型可以将综合效率（ＴＥ）分解为纯技术效率（ＰＴＥ）和规模效率
（ＳＥ），且满足 ＴＥ ＝ ＰＴＥ × ＳＥ。纯技术效率反映了给定投入条件下获得最大治理产出的能力，由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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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技术水平决定；规模效率用来衡量治理投入通过优化配置而对产出形成的影响，反映了政府是否在

最优投入规模下开展治理活动。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政府治理效率取值在［０，１］区间，因此本文采用受限因变量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
政府治理效率受到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政府竞争的共同影响，因此构建 Ｔｏｂｉｔ 空间杜宾（ＴｏｂｉｔＳＤＭ）模型
（２）检验 Ｈ１ 和 Ｈ２，构建模型（３）检验 Ｈ３。

ＧｏｖＥｆｆｉｔ ＝ β０ ＋ ρ１ＷＧｏｖＥｆｆｊｔ ＋ β１Ｇｏｖｃｏｍｉｔ ＋ β２Ｇｏｖｃｏｍ
２
ｉｔ ＋ β３ＣＶｉｔ ＋ ρ２ＷＧｏｖｃｏｍｊｔ ＋ ρ３ＷＧｏｖｃｏｍ

２
ｊｔ ＋

ρ４ＷＣＶｊｔ ＋ μｉｔ ＋ υｉｔ ＋ εｉｔ （２）
ＧｏｖＥｆｆｉｔ ＝ β０ ＋ ρ１ＷＧｏｖＥｆｆｊｔ ＋ β１Ｇｏｖｃｏｍｉｔ ＋ β２Ｇｏｖｃｏｍ

２
ｉｔ ＋ β３Ｌａｗｉｔ ＋ β４（Ｇｏｖｃｏｍｉｔ × Ｌａｗｉｔ）＋

β５（Ｇｏｖｃｏｍ
２
ｉｔ × Ｌａｗｉｔ）＋ β６ＣＶｉｔ ＋ ρ２ＷＧｏｖｃｏｍｊｔ ＋ ρ３ＷＧｏｖｃｏｍ

２
ｊｔ ＋ ρ４ＷＬａｗｊｔ ＋ ρ５Ｗ（Ｇｏｖｃｏｍｊｔ × Ｌａｗｊｔ）＋

ρ６Ｗ（Ｇｏｖｃｏｍ
２
ｊｔ × Ｌａｗｊｔ）＋ ρ７ＷＣＶｊｔ ＋ μｉｔ ＋ υｉｔ ＋ εｉｔ （３）

模型（３）中，加入法制环境与政府竞争一次项及平方项的交互项（Ｇｏｖｃｏｍｉｔ × Ｌａｗｉｔ；Ｇｏｖｃｏｍ
２
ｉｔ ×

Ｌａｗｉｔ）来检验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其中，ｉ、ｊ为不同省区市，ｔ为年份，ＧｏｖＥｆｆ为政府治理效率，政府竞
争（Ｇｏｖｃｏｍ）为核心解释变量，法制环境（Ｌａｗ）为调节变量，ρ 为空间效应系数，Ｗ 代表空间权重矩阵，
ＣＶ为控制变量，μｉｔ 为空间固定效应，νｉ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１．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３０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为研究样

本。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法律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

年鉴》及相关地方年鉴、官方网站；其中，法制环境、要素市场发育水平和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取自《中

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要素市场发育”和“政府与市场关系”
指数；政府竞争数据取自 Ｗｉｎｄ数据库。
２． 变量选择与度量
（１）被解释变量：政府治理效率（ＧｏｖＥｆｆ）。地方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反映为治理效率的高低。

本文将治理过程视作地方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 产出系统，采用产出导向的 ＤＥＡＢＣＣ
模型进行效率测度。投入、产出均采用比率指标，以满足地区间可比性要求。借鉴祁毓等学者的做法［２５］，

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三个维度选取投入指标；产出指标的选取参考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２０年发布的《２０１９ 中国
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中政府效率排名第一的陕西省财政支出结构的相关项目筛选确定，得到公共安

全、教育等 ９项专项支出，其占比达到陕西省当年专项财政支出的 ８７ １４％。针对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与就
　 　 　 　 表 １　 政府治理效率测度的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 具体度量

投入指标

人力
每万人中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就业人数

财力 人均财政支出

物力 人均国有固定资产投资

产出指标

公共安全 １ ／（刑事犯罪批捕人数 ／各地区总人数）
教育 （小学生师比 ＋初中生师比）／ ２

科学技术 每万人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文化体育与传媒 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社会保障与就业 人均失业支出

医疗卫生 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环境保护 单位 ＧＤＰ废水排放量的倒数
农业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交通运输 （铁路 ＋公路里程）／各省陆地面积

业等部分指标，借鉴相关研究进行选取［２６ ２８］，最

终以这 ９ 项专项支出的目标期望产出综合刻画
政府治理的产出。治理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指

标如表 １ 所示。
（２）核心解释变量：政府竞争（Ｇｏｖｃｏｍ），参

考张彩云等的做法［１６］，采用人均 ＦＤＩ衡量。
（３）调节变量。法制环境（Ｌａｗ），采用王

小鲁等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６）》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指数衡量，
缺失年份数据以前三年平均增长率预测补齐。

（４）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水
平、地方财政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等控制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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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变量定义表
变量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政府治理效率 ＧｏｖＥｆｆ 采用 ＤＥＡＢＣＣ方法测度的综合效率值表示
政府竞争 Ｇｏｖｃｏｍ 人均 ＦＤＩ
法制环境 Ｌａｗ 市场化指数中“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ＧＤＰ 各地区人均 ＧＤＰ取对数
地区开放水平 Ｌｎｏｐｅｎ 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的比值取对数

地方财政收入水平 Ｌｎｒｅｖ 各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 ＧＤＰ 的比值取
对数

人力资本 Ｌｎｈｃ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 × ６ ＋初中 × ９ ＋ 高
中 × １２ ＋专科及以上 × １６）与六岁以上样
本人口数的比值取对数

具体定义如表 ２ 所示。

五、空间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测度结果及

分析

通过计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我国 ３０ 个
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

台湾）的政府治理效率，得到各年治理效

率均值及其分指标的动态变化情况，

如图 ２所示。可以看出，研究期内纯技术
效率呈现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而政府治

理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存在下降趋势，

图 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及其分解指标变化情况

特别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两种效率下降明
显，分别由 ０ ９６５、０ ９７４ 降低至 ０ ８９６、
０ ９１８，尽管 ２０１３ 年以来有所改观，逐年
微降的态势依然存在。由于综合效率 ＝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因此说明规模效
率是拖累政府治理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在治理投入规模扩张的同时，未

能同步增进要素资源配置水平、提升治理

产出，引致产出松弛问题。

政府治理规模效率偏低且仍在下降

可能是由于行政程序烦琐、机构人员设置

臃肿、财政审批流程复杂等原因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明，政府“放管服”仍存在较大改革空间，各

地应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机构改革整合精简，放活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

力，提高服务效率。同时深入推广应用“一网通办”“无接触”式政务服务等新模式，积极开展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创新应用。针对地区“乡村教育短板”“社会保障应保未保”“看病难”

和“污染天堂”等问题，效率低地区地方政府应充分学习周边地区的治理经验，通过治理模式改进和资

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多方面促进治理效率提升。

（二）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出，政府治理效率（ＧｏｖＥｆｆ）均值为０ ９１８，说明整体效率较前沿面
还有一定差距。从具体省份来看，少数省份效率为 １，达到效率前沿面，最小值为 ０ ４６０，说明省际政府治
理效率差异较大。政府竞争（Ｇｏｖｃｏｍ）均值为 ０ １１４，最大值为 ０ ８５１，最小值为 ０ ００１，说明省际政府竞
争程度差异较大。法制环境（Ｌａｗ）标准差为 ３ ９８４，极差达 １８ １７４，这反映出省际法制环境存在较大差
异。同时，经济发展水平（ＬｎＧＤＰ）、地区开放水平（Ｌｎｏｐｅ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Ｌｎｒｅｖ）和人力资本
（Ｌｎｈｃ）的标准差与极差均说明省际经济环境、开放程度、财政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存在较大差异。限于
篇幅，相关统计结果未列示，备索。

（三）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Ｗ１）、０ １ 邻接空间权重矩阵（Ｗ２）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Ｗ３）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Ｗ１ 将不同省份间地理距离的倒数作为其权重；Ｗ２ 将地理上具有共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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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基于三种权重矩阵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变量

ＭｏｒａｎＩ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Ｗ１）
０ １ 邻接权重矩阵

（Ｗ２）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Ｗ３）

Ｉ Ｚ值 Ｐ值 Ｉ Ｚ值 Ｐ值 Ｉ Ｚ值 Ｐ值

ＧｏｖＥｆｆ ０． １１９ ７． ４７５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 ８． ７３５ ０． ０００ ０． １５６ ５． ６３８ ０． ０００
Ｇｏｖｃｏｍ ０． １０４ ６． ６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０ ８． ６３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０ １１． ２２７ ０． ０００
Ｌａｗ ０． ２３１ １４． ３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４８２ １３． ２４９ ０． ０００ ０． ３４５ １２． ３９６ ０． ０００
ＬｎＧＤＰ ０． ４３５ ２６． ８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６１５ １６． ８７６ ０． ０００ ０． ６７８ ２４． ２３３ ０． ０００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１０４ ６． ５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１ １２． ４３２ ０． ０００ ０． ２５５ ９． ２０１ ０． ０００
Ｌｎｒｅｖ ０． ２１２ １３． １５５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１ ７． ４７４ ０． ０００ ０． ３２９ １１． ８３０ ０． ０００
Ｌｎｈｃ ０． ３３３ ２０． ５６５ ０． ０００ ０． ５０２ １３． ８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４６１ １６． ５２２ ０． ０００

的省份间权重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Ｗ３
将不同省份间人均 ＧＤＰ之差的绝对值
的倒数作为其权重。基于三种空间权

重矩阵，构建分块对角矩阵替换原本

的截面空间权重矩阵Ｗ，利用莫兰指数
（ＭｏｒａｎＩ）对我国省域政府治理效率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

表 ３ 检验结果显示，在 Ｗ１、Ｗ２ 和
Ｗ３ 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研究期内的
治理效率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Ｉ）分别为
０ １１９、０ ３１７和０ １５６，均通过了１％显著
　 　 　 　 　 　 表 ４　 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传统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ＳＤＭ ＴｏｂｉｔＳＡＲ ＴｏｂｉｔＳＥＭ

Ｇｏｖｃｏｍ
０． ８０９ ０． ３８２ ０． ３６９ ０． ６４０

（３． １２） （３． ６８） （２． ７９） （５． １６）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０． ８２５ － ０． ２７２ － ０． ３９３ － ０． ６０９

（－ ２． ３０） （－ ２． ３５） （－ ２． ３７） （－ ３． ７０）

ＬｎＧＤＰ
－ ０． １１１ － ０． ２０２ － ０． ０９２ － ０． ０９８

（－ ３． ２１） （－ ８． ３０） （－ ５． ２４） （－ ５． ３４）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５６３ ０． ２９１ ０． ２０６ ０． １８０

（６． ４９） （１０． ２７） （６． ５２） （５． ６４）

Ｌｎｒｅｖ
－ ２． ３２５ － １． ７５５ － １． ３３９ － １． ５０２

（－ ７． ６５） （－ １０． ００） （－ ８． ２９） （－ ９． １４）

Ｌｎｈｃ
０． ５４３ ０． ５３５ ０． ４５８ ０． ４２１

（２． ８９） （４． ８８） （４． ７８） （４． １５）

Ｗ × Ｇｏｖｃｏｍ
６５． ６６２

（４． ８７）

Ｗ ×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５３． ０９１

（－ ３． ７５）

Ｗ × ＬｎＧＤＰ
５． ００４

（３． ７６）

Ｗ × Ｌｎｏｐｅｎ
－ ６． １０２

（－ １． ９５）

Ｗ × Ｌｎｒｅｖ
３３． ５１５

（２． ４４）

Ｗ × Ｌｎｈｃ
－ ２９． ８１０

（－ ４． ７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９８５ １． ８１１ ０． ７６６ １０． ３０８

（３． ２３） （８． ８７） （４． ８９） （５． ２８）

ρ ／ λ
１０． ９０７ ４． ２９５ ０． ９０２

（２． ６５） （５． ９４） （４８． ３９）

ｓｉｇｍａ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６

（１７． ７７） （２６． ８６） （２７． ９３） （２７． ９３）
Ｒ２ Ａｄｊ ０． ８４２ ０． ８０８ ０． ８１０
Ｌｏｇ Ｆ － ２９． ５７３ ４０７． ５４２ ３６８． ７３４ ３５８． ６５７
ＬＲ１ Ｔｅｓｔ ７． ７７９  ３５． ２６４ ２３４１． ４９６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１ ７． ００６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２ ８１． ６５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注：ＬＲ１ 检验的原假设为“ＯＬＳ模型优于空间计量模型”；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１ 是内生变量空间滞后统计检验量；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２ 是误差项空间

自回归统计检验量；、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 和 １０％ 水

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性水平检验，表明治理效率（ＧｏｖＥｆｆ）存在正向空
间自相关，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初步支持了

本文假设 Ｈ１。政府竞争（Ｇｏｖｃｏｍ）的 ＭｏｒａｎＩ分别
为 ０ １０４、０ ３１０和 ０ ３１０，均通过了 １％ 显著性水
平检验，说明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互动行为存在

空间相关性。此外，法制环境（Ｌａｗ）、经济发展水
平（ＬｎＧＤＰ）、地区开放水平（Ｌｎｏｐｅｎ）、地方财政
收入水平（Ｌｎｒｅｖ）和人力资本（Ｌｎｈｃ）的 ＭｏｒａｎＩ
为正且均通过了 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体现了本
文从空间视角研究政府竞争与政府治理效率问题

的必要性。

（四）ＴｏｂｉｔＳＤＭ模型的空间计量检验与结果
分析

本文选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空间计量分

析，并借鉴 Ｅｌｈｏｒｓｔ的做法进一步确定采用空间计
量分析的必要性及模型的具体形式［２９］。首先，

表 ４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影响的空间计量结果
显示，ＴｏｂｉｔＳＤＭ（空间杜宾模型）、ＴｏｂｉｔＳＡＲ（空
间滞后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ＳＥＭ（空间误差模型）三个
模型的 ＬＲ１ 检验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空间计量模型优于传统 ＯＬＳ 模型。其次，ＬＭ 检
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传统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还是包含
时间、空间以及时空双重固定效应计量模型的

ＬＭ 统计量均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
ＳＡＲ模型和 ＳＥＭ 模型均适用。再次，关于 ＳＤＭ
模型的空间、时间和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 ＬＲ２
检验以及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
型中应控制时空双重固定效应。限于篇幅，部

分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最后，Ｗａｌｄ 检验统计
量均在 １％ 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 ＳＡ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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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模型，ＳＤＭ模型更优。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双重固定效应的 ＴｏｂｉｔＳＤＭ模型进行分析。
表 ４结果显示，在 ＴｏｂｉｔＳＤＭ和 ＴｏｂｉｔＳＡＲ模型中，反映内生空间交互效应的统计量 ρ在 １％水平上显

著为正，即省际治理效率在空间上存在高值聚集现象，再次支持了假设 Ｈ１。同时，在 ＴｏｂｉｔＳＥＭ模型中，反
映随机误差空间交互效应的统计量 λ也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误差因素也是导致治理效率存在空间
溢出效应的重要原因。此外，传统 Ｔｏｂｉｔ模型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 ＴｏｂｉｔＳＤＭ、ＴｏｂｉｔＳＡＲ和 ＴｏｂｉｔＳＥＭ模
型的政府竞争一次项（Ｇｏｖｃｏｍ）和平方项（Ｇｏｖｃｏｍ２）对治理效率（ＧｏｖＥｆｆ）的回归系数均在 ５％及以上水平
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即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特征，说明一定程度
的政府竞争有利于提升治理效率，但当竞争程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后，治理效率随之降低。

Ｅｌｈｏｒｓｔ强调，空间计量的点估计结果无法判断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空间外溢效应［２９］。

这意味着表 ４ 估计结果不能反映政府竞争及控制变量是否影响了治理效率溢出。为此，表 ５ 利用极大
似然估计得到的“方差 协方差矩阵”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溢出效应）进行分解，以实现对政府竞争

影响治理效率及溢出的边际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测度。

　 　 表 ５　 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Ｇｏｖｃｏｍ ０． ７０６ ５． ４３ ０． ７６６ ２． ０３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０． ５９０ － ３． ４７ － ０． ６４０ － １． ８２
ＬｎＧＤＰ － ０． １８４ － ７． ２５ － ０． ２０２ － １． ９５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２６８ ６． ８６ ０． ２９４ １． ９１
Ｌｎｒｅｖ － １． ９９０ － １０． ２５ － ２． １８０ － ２． ０４
Ｌｎｈｃ ０． ５８８ ５． ９ ０． ６５０ １． ８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 ｚ值，下同。

表 ６　 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Ｇｏｖｃｏｍ ０． ５８０ ３． ８６ ０． １９４ ３． ２１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０． ８７２ － ２． ２８ － ０． ２９０ － ２． １３
ｌａｗ ０． ０１９ ６． ６４ ０． ００６ ３． ３２

Ｇｏｖｃｏｍ × ｌａｗ － ０． ０４１ － ２． ３９ － ０． ０１４ － １． ９７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ｌａｗ ０． ０７８ ２． ３１ ０． ０２６ ２． ０２
ＬｎＧＤＰ － ０． ２０９ － ８． ５２ － ０． ０７２ － ３． ４２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１６９ ４． ６９ ０． ０５８ ２． ８８
Ｌｎｒｅｖ － １． ８９９ － １０． ４４ － ０． ６５２ － ３． ６０
Ｌｎｈｃ ０． ６９１ ６． ７８ ０． ２３９ ３． ０６

表 ５ 结果显示，无论是对政府治理效率（Ｇｏｖ
Ｅｆｆ）影响的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政府竞争一次项
（Ｇｏｖｃｏｍ）和平方项（Ｇｏｖｃｏｍ２）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０％
及以上水平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说明地方政府竞争

程度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治理效率具有先升后降的

倒“Ｕ”型作用，还对周边省市治理效率具有相似影
响，支持了假设 Ｈ２。

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ＬｎＧＤＰ）并没
有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治理效率提升，这可能与经

济粗放式发展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有关。

地区开放水平（Ｌｎｏｐｅｎ）和人力资本（Ｌｎｈｃ）显著促进
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治理效率提升，这可能与地区开放

促进了高水平要素资源流动及人力资本带来的知识

溢出有关。地方财政收入规模（Ｌｎｒｅｖ）不利于提升本
地区和周边地区治理效率，这可能与地区税负过高导

致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难以落地发展和低端要

素、高污染企业转移至周边地区有关。

（五）法制环境调节效应的检验

表 ６ 法制环境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竞争平方
项（Ｇｏｖｃｏｍ２）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竞争对本地区和周边
地区治理效率的影响具有倒“Ｕ”型特征，再次支持了假设 Ｈ２。进一步分析可知，法制环境与政府竞争
平方项的交互项（Ｇｏｖｃｏｍ２ × Ｌａｗ）回归系数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结果中都显著为正（β５ ＝ ０ ０７８，
ｐ ＜ ０ ０５；ρ６ ＝ ０ ０２６，ｐ ＜ ０ ０５），且 Ｇｏｖｃｏｍ与 Ｇｏｖｃｏｍ × Ｌａｗ、Ｇｏｖｃｏｍ

２ 与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Ｌａｗ的回归系数均正负
各异，即法制环境负向调节政府竞争与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倒“Ｕ”型关系，使得倒“Ｕ”型曲线变为平缓，
且拐点向右移动，提高了拐点到达的政府竞争强度，支持了假设 Ｈ３。这说明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激
发政府竞争对政府治理效率及溢出的“促进效应”，削弱过度竞争带来的“抑制效应”，具有积极的调节

作用。一方面有利于规范竞争行为，激发适度竞争带来的治理红利，推动效率平稳增长和持续溢出；另

一方面，可以修正恶性竞争行为，防止“以邻为壑”和政府失灵现象，从而缓冲过度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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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抑制效应”。

六、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

１． 政府干预水平的异质性
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影响着政府间竞争的公平性、互动性和价值倾向。过高的政府干预会导致地

区资源错配，特别是加剧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之间的金融资源错配程度［３０］。因此，地方政府

竞争对治理效率和溢出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政府干预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为验证政府干预的异质性

影响，本文采用樊纲指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指标衡量政府干预水平，指标越大，表示政府干预水平

越低，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政府干预水平较低和政府干预水平较高两组，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异质性分析

变量

政府干预水平低 政府干预水平高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

直接效应

（１）
间接效应

（２）
直接效应

（３）
间接效应

（４）
直接效应

（５）
间接效应

（６）
直接效应

（７）
间接效应

（８）

Ｇｏｖｃｏｍ
０． ２７２ ２． １８３ １． ０２０ １． ２１８ ０． ５９５ － ０． ６５１ １． ０９６ ５． ３３５

（２． ６８） （４． ０７） （４． ２９） （０． ９６） （６． ００） （－ １． ４９） （４． ９６） （３． ４６）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０． ２８７ － １． ４１８ － ０． ７４９ － １． ２７８ － ０． ３２５ － ０． ５１１ － ０． ６４６ － ４． １９９

（－ ２． ７２） （－ ３． ３７） （－ ２． ０７） （－ ０． ７８） （－ １． ７６） （－ ０． ６６） （－ ２． ６０） （－ ２． ９０）

ＬｎＧＤＰ
－ ０． ０２ － ０． ６６５ － ０． ３６３ － ０． ５８３ － ０． ００３ － ０． １０７ － ０． ４４８ － １． １２３

（－ ０． ７０） （－ ３． ６２） （－ ８． ３６） （－ ３． ０４） （－ ０． １４） （－ ０． ８８） （－ ８． ４８） （－ ４． ５２）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０７８ ０． ９５８ ０． ２０４ － ０． １７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１８７ ０． ０７２ ０． １５９
（２． １０） （４． ００） （１． ７２） （－ ０． ２２） （－ ０． ０７） （０． ９４） （０． ７３） （０． ３２）

Ｌｎｒｅｖ
－ ０． ５３８ － ７． ６０５ － １． ８８４ １． ３０３ － １． １６８ ０． ８９１ － １． ４４２ ２． ２８５
（－ ２． ３７） （－ ４． ２９） （－ ５． ９６） （１． ４３） （－ ６． ０２） （１． １１） （－ ４． ７７） （１． ５８）

Ｌｎｈｃ
－ ０． ０５８ ０． ７３７ １． ２３７ ２． ２９８ － ０． ０８４ － ０． ０８８ １． ５６６ ２． ０８８

（－ ０． ５５） （１． ４６） （６． ３５） （２． ７５） （－ ０． ７７） （－ ０． ２３） （９． ２０） （２． ４８）

　 　 表 ７ 结果显示，Ｇｏｖｃｏｍ２ 的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在列（１）和列（３）中分别为 － ０ ２８７、－ ０ ７４９，均在 ５％
及以上水平显著，表明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并不会影响政府竞争与本地区政府治理效率的倒“Ｕ”型关
系。Ｇｏｖｃｏｍ２ 的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在列（２）中显著为负（ρ３ ＝ － １ ４１８；ｐ ＜ ０ ０１），而在列（４）中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且 Ｇｏｖｃｏｍ的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正也不显著。这说明在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竞争对
治理效率溢出的影响呈现倒“Ｕ”型，但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种影响变为不显著。这可能与较
低的政府干预水平下，市场竞争更为充分，有利于政府间开展财政收支竞争和治理模式竞争，而较高的

干预水平易引发行政垄断、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使得地区间出现要素流动障碍，阻碍高端产业、

要素及知识经验的区域间传导，降低技术溢出效果，致使治理效率无显著溢出效应。

２． 要素市场环境的异质性
由于要素市场环境的优劣影响着要素流动的有序性、配置的高效公平性及市场扭曲程度，地方政府

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可能因要素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为验证要素市场环境的异质性

影响，采用“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分指标衡量要素市场环境，指标越大，表示要素市场环境越优越，根据

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结果显示，Ｇｏｖｃｏｍ２ 的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在列（５）和列（７）中均显著为负，分别为 － ０ ３２５、

－ ０ ６４６，表明要素市场环境的差异并不会影响政府竞争与本地区政府治理效率的倒“Ｕ”型关系。Ｇｏｖ
ｃｏｍ２ 的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在列（８）中显著为负（ρ３ ＝ － ４ １９９；ｐ ＜ ０ ０１），而在列（６）中系数为负但不显
著，且 Ｇｏｖｃｏｍ的间接效应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这说明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竞争对治
理效率溢出的影响呈现倒“Ｕ”型，而在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影响变为不显著。这可能与相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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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市场发挥环境支撑作用，从而助推“学习效应”的地区间传导，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缺

乏高质量要素资源，难以在地区间形成治理“标杆”和引发“学习效应”有关。

（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静态空间杜宾模型中包含空间权重矩阵及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因此使得解释变量间及

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包含被解释变量时间和空间滞后

项的时空双固定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解决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如

表 ８ 所示。
　 　 　 　 表 ８　 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影响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变量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Ｇｏｖｃｏｍ
０． ３１０ １． ０２９ １． ３３９ ０． ６１６ ３． ５９０ ４． ２０６

（３． ４４） （４． ４８） （４． ９１） （３． ４７） （１． ８４） （２． ００）

Ｇｏｖｃｏｍ２
－ ０． ２３１ － ０． ９１２ － １． １４３ － ０． ４９５ － ３． ０９９ － ３． ５９５

（－ ２． １６） （－ ３． ５９） （－ ３． ８７） （－ ２． ７１） （－ １． ７５） （－ １． ８８）

ＬｎＧＤＰ
－ ０． １６１ ０． ０８１ － ０． ０７９ － ０． １６８ － ０． ０７７ － ０． ２４５
（－ ９． ６１） （１． ９６） （－ １． ６２） （－ ６． ６４） （－ ０． ４４） （－ １． ２６）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１７５ － ０． ２９７ － ０． １２３ ０． １３１ － ０． ５２４ － ０． ３９３
（６． ８１） （－ ８． ２１） （－ ２． ７７） （４． ０１） （－ ２． ２６） （－ １． ５５）

Ｌｎｒｅｖ
－ １． ２５９ ０． ７０２ － ０． ５５６ － １． ３０２ － ０． ４１７ － １． ７１８
（－ ９． ９５） （２． ４０） （－ １． ７１） （－ ７． ５４） （－ ０． ３７） （－ １． ３７）

Ｌｎｈｃ
０． ６４２ － ０． ８８９ － ０． ２４７ ０． ５３３ － １． ３３２ － ０． ７９９
（８． ６２） （－ ５． ３１） （－ １． ３７） （５． ６４） （－ １． ９１） （－ １． ０５）

Ｌ． ＧｏｖＥｆｆ １． ０４８
（３９． ３０）

Ｌ． ＷＧｏｖＥｆｆ ２． ７４１
（９． ９９）

ρ １． ６２２
（７． ８０）

　 　 注：Ｌ． ＧｏｖＥｆｆ和 Ｌ． ＷＧｏｖＥｆｆ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项及其空间滞后

项，ρ为政府治理效率空间滞后项系数。

表 ８结果显示，政府竞争对治理效
率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从短期

来看，政府竞争平方项（Ｇｏｖｃｏｍ２）对治
理效率（ＧｏｖＥｆｆ）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回归系数分别为 － ０ ２３１ 和 － ０ ９１２，
均在 ５％及以上水平显著，与前文结论
一致。从长期来看，政府竞争平方项

（Ｇｏｖｃｏｍ２）对治理效率（ＧｏｖＥｆｆ）的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分别提升至

－０ ４９５和 －３ ０９９，且均在 １０％及以上
水平显著，说明政府竞争通过引发地区

间开展资源博弈，对治理效率及溢出具

有更为深远的长期影响。同时表 ８结果
显示，治理效率滞后一期项及其空间滞

后项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静
态空间杜宾模型忽略了不可观测因素

而产生一定偏差，但主要解释变量符号

及显著性与前文基本一致。

同时，本文将政府竞争作为内生解

释变量，以其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运用工具变量法（ＩＶ）的广义矩估计法（ＧＭＭ）进一步控制政府
竞争的内生性。研究发现，弱工具变量检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值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明不存在
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工具变量数与内生解释变量数相等，属于“恰好识别”，因此不存在过度识别问

题。综上可知，该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结果显示，政府竞争平方项（Ｇｏｖｃｏｍ２）及其空间滞后项（Ｗ × Ｇｏｖ
ｃｏｍ２）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呈倒“Ｕ”型特征，与表 ５ 参数估计结
果高度一致。限于篇幅，不再报告具体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以及法制环境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本文借鉴李明的做法［３１］，通

过对反腐败力度、政府规模和政府行政效率三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衡量政府治理效率的综合指

标，以此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变量替换。同时，构造综合地理、经济因素的时变引力空间权重矩阵对地

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替换。结果显示，各变量符号及显著性与前文基本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

性。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关结果。

七、结论性评述

政府治理“提质增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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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 ＤＥＡＢＣＣ方法测度政府治理效率，并构建 Ｔｏｂｉｔ 空间杜宾模型检
验地方政府竞争对政府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１）我国多数省份政府治理效率存在产出松
弛，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并呈下降趋势；政府治理效率具有空间依赖性，本地区效率改进能够给周边带来正

向溢出效应。（２）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影响，防范政府竞争对治理效
率及溢出的“抑制效应”是未来政府治理的重点，其中，法制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越优越，曲线更为

平缓且拐点右移，更有利于激发效率改进和溢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高和要素市

场发育程度低的地区，尽管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倒“Ｕ”型影响不变，但对溢出影响变为不显著；这说明
较高水平的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不利于竞争对治理效率溢出促进作用的发挥。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探究了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机制，启示在于：（１）应充分发挥地方
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促进效应”。强化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导向，鼓励地方政府围绕治理效率

展开“标尺竞争”，将相关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建立“重效率”评价模式，破除“诸侯经济”问题，

通过良性竞争，形成区域协同联动、“以邻为善”治理新格局，促进治理效率提升及正向空间溢出。

（２）应强化法制在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抑制中的约束功能，以法促治、以法促效、以法促“溢”。加强地
方政府立法，提高区域法制化水平。一方面，权责法定，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标尺竞争”中的角色、职能、责任及定位；另一方面，执法严明，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政府行为，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减少政府行政干预，避免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和错

位，借助法制手段，防范地方政府不正当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的“抑制效应”。（３）完善地方政府治理
环境，创新政府治理模式。重点加强要素市场建设，破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和政策性障

碍。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强化政务数据治理，推动“云上办公”“掌上办

事”。多措并举，建立以治理效率为导向、以法制为规范的地方政府竞争新机制，实现良性竞争、法制规

范和效率提升的有机统一，协力打造高效、阳光型政府，助推政府善治。

当然，本文是基于实证模型进行的探究分析，未来可尝试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来阐释地方政府竞争对

治理效率影响的机理与逻辑。同时，本文研究对象为省际层面，未考虑到地市级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及

溢出的影响，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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